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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发生了逆转，冲击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全球经济
治理失效的根源在于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未随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变化而调整。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既有规则体系中的互动经历了合作博弈阶段、竞争
博弈阶段，如今走进共存博弈阶段。中国应该成为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新合作博弈”方向推动的重要参
与者，可以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 一是通过“双循环”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物质基础; 二是
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多边规则体系重塑; 三是通过营造和平与发展的经济环境，

塑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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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各国为应对疫情实施了
严厉的封锁措施，人类的经济活动空前减少，全球产业链

突发性中断、贸易与投资需求急剧萎缩、全球就业受到巨
大影响，世界经济遭遇重大打击。在疫情这个人类的共
同灾难面前，经济危机的蔓延与病毒的蔓延同样迅速，没

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并且独善其身。新冠疫情的
冲击使不少国家的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投资与贸易保护

主义盛行; 多边协议更加难以达成，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

出现失灵; 国家间的分歧使得国际合作未能有效开展，全

球性公共产品出现赤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表现令人

失望。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被完全消除，这场引发
“时空错乱”的疫情或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①

新冠疫情的冲击使经济全球化加速倒退，将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中原本便已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地暴露出

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
治理实力最早控制住了疫情，被世界寄予了较多期待。
中国应当积极化解风险挑战，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才

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多边主义创造新的

空间。然而，当前的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疫情的阴霾，任何
国家凭借一己之力均难以独立担当全球经济治理主导者

的重任。我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将如何从失序回归有
序? 中国在此过程中应如何作为? 本文将分析新冠疫情

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挑战，剖析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失

效的根源，阐述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并对中国应当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对策思路。

一、疫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挑战

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套规则体系，是用于解决全球

性问题、规范国家或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全球经
济治理可被理解为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延

伸，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解
决全球性问题远远超出单个国家或单个国家集团的能

力，必须诉诸于国际合作。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布雷顿森
林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全球经济多边治理框架的起

源，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
导力量，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的 G20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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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

台，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

展。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无疑是一个全球

性问题，然而，疫情发生之后，国家之间并未建立起有效

的沟通合作机制，疫情造成的“大封锁”不但使经济全球

化的力量发生了逆转，也给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层面带

来了冲击。
( 一)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引发各国关于国家经

济安全的担忧。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的隔离措施对以中

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的运行造成了严重打

击。“封城”迫使企业停产，断航使产品无法运出，劳动力、
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受到阻碍，上下游企业均受到影响。
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国
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出现“骤停”。②更有甚者，疫情持续

期间医疗器械、卫生防疫用品等医疗资源的供应无法满

足激增的需求，许多国家开始对疫情、战争等极端情况下

本国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进行思考，重新对产业链进行布

局，力图将关键战略物资领域内的产业链撤回本国及本

国的周边地区。
第二，贸易与投资需求急剧萎缩，贸易与投资保护主

义盛行。疫情发生后，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锐减，“退单

潮”大规模出现; 出口国家受疫情影响生产能力变得有

限，供给能力也有所不足。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使

国际贸易出现重度萎缩，全球贸易流动出现了本世纪以

来的最大降幅。雪上加霜的是，在疫情、自然灾害等多种

因素叠加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越南、塞尔维亚、俄罗斯等

多个国家相继实施了与农产品有关的出口禁令，全球的

粮食安全面临巨大考验。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中断

和部分国家对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大大减缓了全球对外

直接投资的增资速度，UNCTAD 预计，2020 － 2021 年全球

FDI 将下降 30% －40%，未来全球 FDI 的前景仍然十分黯

淡，这些都加速了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倾向。
第三，全球就业受到巨大影响，国内秩序与地缘政治

出现危机。疫情的爆发使全球劳动力市场受到前所未有

的冲击，全球范围内的失业人数急剧攀升。美国的失业

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欧洲多国的失业人

数创下 10 年以来最高纪录，大量的失业对发达国家的社

会秩序带来极大破坏: 美国频繁爆发暴力冲突、种族冲

突，法国 10 月连续爆发两次民众被极端穆斯林斩首的事

件，许多国家的国家治理出现问题。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更加堪忧，大量的失业使越来越多的

人陷入贫困，持续的疫情将潜伏在区域国家的各种不稳

定因素激化，地缘政治风险暴露，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便

于 2020 年 9 月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
( 二) 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冲击

第一，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全球体系。疫情造成

的“大封锁”使多边主义遭遇重大打击，联合国在疫情期

间几乎无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受到限制。十多

年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起到较好作用的 G20，未在疫

情期间起到即时的协调作用，直至疫情爆发几个月后，在

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时，G20 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
国等国家的倡议下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得以在线上召开，

而此时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蔓延开来。疫情后，

传统贸易、投资与金融领域内的国际经济组织作用十分

有限: WTO 的改革进程遭遇严重阻碍，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也无法动用自身资源协助抗疫。
第二，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区域体系。疫情爆发

后，欧盟国家不但“各人自扫门前雪”，个别国家之间还发

生了争抢抗疫物资的“事件”，成员国之间鲜少见到协调

互助的联合行动。③为帮助欧盟迅速摆脱危机，2020 年 5
月 27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 7500 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但

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该方案直到 7 月 21 日才在持续

4 天的欧盟峰会上达成协议。欧盟尚且如此，东盟、非盟、
阿盟、海合会等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则更加微

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新协议 ( USMCA ) 虽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但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部分边境

因而被封锁，协议的实施和发挥作用充满较大的不确

定性。
第三，疫情冲击了经济治理的国家体系。疫情中各

国实施的封锁措施使经济治理在客观上只能以国家治理

的形式进行。遗憾的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

体的国家治理已然失序，国内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

美国在疫情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其在越南战争、海湾战

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总和。疫情的

爆发还使得美国国内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总统大选结

果面临的争议局面暴露出美国国内的宪政危机。尽管各

国为提振经济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新冠疫

情对医疗卫生体系造成了沉重压力，大量物资被投入于

此领域，各国鲜有余力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根源

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是为应对全

球问题而设计的诸多机制与制度，是稳定和改善国际经

济秩序的必然产物。④疫情期间，不少舆论将因全球经济

治理失效引发的各种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然而，经济

全球化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经济全球化只是为疫情

的跨境传播提供了便利。尽管疫情使世界经济的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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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变得无法避免，但是只要各国政府应对得当，为世界

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便能使疫情的传播得到有效控制，

世界经济将得到较快的恢复。遗憾的是，全球经济治理
的传统主导者对疫情的不重视和决策不当，未能在全球

联合抗疫问题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迟迟得不到控制的重要原因。⑤实际上，早在疫情爆
发之前，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便已发生了如下变化。
首先，发达经济体独立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已力不从

心。理论上，公共产品应由拥有更多财富的主体来供应，
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主要应由大国来提供; 实际上，二

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传统上也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美
国是二战之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也是全球

经济治理的主导者。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国集团
还是 G20 中，美国都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然而，十多年
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打击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
家”，发达经济体便放弃了对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主导，
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出现赤字。疫情爆发后，发达经济体
国内抗疫低效，经济无法得到提振，UNCTAD预测 2020 年
世界平均产出增长率为 － 4. 3%，发达经济体作为整体为
－ 5. 8%，其中，美国为 － 5. 4%，欧盟 27 国为 － 7. 3%，英
国为 － 9. 9%，日本为 － 4. 5%。当发达经济体自身的经济
受到冲击时，会优先考虑为国内市场投放大量资源，自然

无暇顾及全球事务，如此，局部地区出现的失序不但会蔓

延至全球，还会从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领域，乃至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发达经济体通过制定排他性的规则来降低成

本。由于公共产品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会导
致“搭便车”行为。⑥当发达经济体无力独自主导全球经
济治理时，便会反对发展中经济体搭经济全球化的“便
车”。因此，与以往逆全球化运动反对的主要是发达经济
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领域对发展中经济体实施
的非正义政策与行为不同，当前逆全球化运动反对的则

是跨国资本流动造成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与工人失
业、移民潮、难民潮以及由此滋生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恐怖主义等现象。理论上，降低集团规模、通过制度性安
排为少数参与者提供选择性激励，都是降低交易成本、促
成有效合作的重要途径。⑦发达经济体据此进行了一系
列实践，例如: 针对在 WTO 框架下难以推动“零关税、零
壁垒、零补贴”规则等问题，美国一度转向建立 TPP、TTIP
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将 NAFTA 更名为 USMCA，设立了更
高标准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等等。可以认为，早在
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治理已然失效。
再次，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无法继续共用统

一的经济规则。过去的十多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然超越七国集

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越美国。经济
实力的相对变化使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分歧逐

步加剧: 发达经济体期望减少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与
差别待遇”来降低治理成本，而发展中经济体无力承担超
过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过高标准，期望在全球多边经济规

则体系中谋求更多的话语权来维护自身利益，双方益发

难以达成共识，全球经济治理趋于失效。中国与美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疫情面前

中美理应开展国际合作，但是由于分歧的存在，美国不但

对中国进行各种经济制裁，还与“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
国采用一致行动来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在激烈的对

华攻势中，日本甚至表示愿意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只
眼”，⑧这些分歧有逐步演化成“中美脱钩”的新冷战思维
的危险。
表面来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失效是由于美国通过

排他性的新规则体系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是由于“中美脱
钩”的新冷战思维所致。实际上，以国际贸易为主要表现
方式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国家之间的

力量对比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并未随之调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策略互动可以通过博弈论的视角来观

察，那么可以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既有规则体系中的互动经历了

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 合作博弈阶段。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

弈，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一方的利益增

加的同时，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博弈能够使整个

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二战之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
展，依据比较优势，发达经济体主要生产和出口资本与技

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经济体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最终产品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得

到较大程度的恢复。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开始的全球价
值链贸易，使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能够在多个国家

同时进行，中间产品贸易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

式。⑨发达经济体开始将国内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出去，
一是可以专注于高端环节，二是拥有了更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转移过程中伴随有知识外溢，发展中经济体也能够

得到发展。这一阶段，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
济形成互补，中国与美国的实力虽然迅速接近但差距仍

然很大，双方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第二阶段: 竞争博弈阶段。竞争博弈与合作博弈相

对，博弈中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博弈一方的收益是以另

一方的损失为代价的。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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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意识到新兴经济体已群体性崛起，根据世界银行

按照汇率法的计算，2008 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56. 57%，七国集团为 － 4. 89%，自此以后，发达
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显露。在国
际分工方面，2009 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新
夺回对全产业链的主导。在国际规则运用方面，2009 年
美国宣布参与 TPP谈判; 2013 年 TTIP第一轮贸易与投资
谈判在美国举行; 2018 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
升级。这些均表明，美国开始由注重追求经济收益的“合
作博弈”向以权力竞争和巩固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竞争
博弈”转变，主导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方式则由“全球
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参与方式则由“鼓励加入”转
变为依据美国的需求“有条件准入”。⑩

第三阶段: 共存博弈阶段。共存博弈的均衡状态，一
定存在竞争与合作的某个混合比例。瑏瑡“中美脱钩”的新
冷战思维在疫情爆发之前便已存在，阻碍了国际合作的

开展，新冠疫情暴露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

的综合实力进入平台期，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

势头，中美之间就存在相互不信任和猜疑的潜在条件。
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应是以竞争为主的，疫情只是加

速了这个过程。瑏瑢尽管需要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做好
长期的准备，但是竞争之中也存在合作的可能: 一是中美

在全球价值链中早已彼此嵌入，如若“断链”，中国必然会
发展技术来填补空缺，美国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发生;

二是以数字贸易为重要特征的高技术全球化将使世界联

系得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是

美国拜登政府很可能会放弃“美国优先”的做法，在重要
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应会增加。瑏瑣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变

化，全球经济治理的传统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定位发

生了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

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再是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已经发

展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当下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国
家之间如何在竞争中进行合作，如何实现和平共存的问

题。合作才能够共赢，如果能够增加共存博弈中的合作
比例，竞争的比例自然会相应减少，共存博弈就有可能走

向“新合作博弈”。规则本身便意味着合作，对共存博弈
进行帕累托改进，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改革方向。

三、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摆脱疫情、提振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随着疫
情的持续蔓延，增加合作、重返多边主义被提上日程，国
际社会已有不少关于此方面的努力。2020 年 9 月召开的

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不但以压倒性多数的表决通过了团
结抗疫的决议，还通过了承诺维护多边主义原则的《原则
宣言》; 2020 年 11 月召开的 G20 第 15 次峰会，不但批准
了《G20 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还
达成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共识。这其中，都能够看
到中国的身影。在全球经济治理失效的情况下，中国应
该成为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新合作博弈”方向推动的
重要参与者。
( 一) 中国有必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首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避免竞争博弈的需要。
中国长期以来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积极融入经济全

球化，是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维护者。近年来，中
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开始逐步走向

世界舞台中央，贡献了不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的“中国方案”，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 年在 G20 杭州峰会上
传达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
理的努力，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遭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的曲解、误解，加深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瑏瑤中国
需要通过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澄清误读，需要通过

规避对抗来调和不同的利益。
其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维持共存博弈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超高速发

展，但国家间的发展却是有差异性和阶段性的，世界上不

是只有发达经济体，仍然有不少经济体未能参与经济全

球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经济体，当前尚且无法对接发达经济体制定的高

标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处境更加堪忧。如若任由发
达经济体主宰全球经济治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由共

存博弈变成竞争博弈，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将失

去独立的发展权。中国应当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为多边规
则体系增加代表性; 也应当成为沟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桥梁，带动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参与

经济全球化，逐步向发达经济体靠近。
再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推动新合作博弈的需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与世界进行接轨，以“低端嵌
入”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分享世界经济的红
利。瑏瑥经过短短 40 余年的奋斗，中国走过了发达经济体数
百年的发展进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快速工业化

进程中逐步变得自信与强大。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
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甚至是更广世界的竞争对手，得益

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资金和技术，是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大国，作为疫情后经济率先复
苏的主要国家，理应有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当前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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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失效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积极

探索推动新的合作方式，使世界经济尽早恢复秩序。
( 二) 中国有能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首先，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调整，能够顺应未来的经

济形势。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国际循环的外部环
境已经发生变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已经

不可行，未来或许还要面对长期的持久战，中国的宏观经

济政策需要进行动态调整。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充分发挥国内超大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
想。新的发展战略与以往经济战略最大的变化是在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将以国际外循环为主体

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次经济战略的调整固
然受全球产业链断裂的客观因素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却

是中国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选
择，将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物质基础。
其次，中国的工业体系完备，能够保障国家的经济安

全。中国基本可以配全所有产业链，疫情下唯有中国能
够快速地恢复产能，中国的经济安全非常有保障。当前
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打压，固然暴露出中国在关键
技术方面的短板，但是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倒逼中国技术

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发展出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利基市场。
科技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科技创新应当成为国内大循

环的立身之本，未来中国或许不但能够解决当前面临的

高端芯片自主设计并生产等问题，还可能在基因组学、超
级计算等若干先进技术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是
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

最大程度解决就业问题，资本密集型产业可以促进技术

商业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再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与利率环境稳定，能够吸引更

多资本流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营商环境有
了飞跃性的改善，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显
示，2011 － 2018 年期间中国的营商环境总体上在八九十
位之间徘徊，2019 年跃升至第 46 位，2020 年跃升至第 31
位。虽然中国当前在营商环境上仍有改进空间，但是近
年来美国为境外国家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设置了壁垒，

投资政策转向了保护主义，与之相比，中国仍然在进行着

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在内的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的战略部

署，加上中国疫情控制有力、投资风险较小，因而中国市
场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疫情期间，发达国家大都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

策，国内利率降低至零甚至为负，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被收

窄，资本也存在外流的风险。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中仍
然保持着正利率空间的国家，正利率环境下，人民币金融

资产相对于其他币种的资产来说更具吸引力，资本应当

会更多地涌入。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是中国资本账户
双向开放的窗口期，不但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消除跨国
公司对于资金进出中国的疑虑，还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

自由化、增加中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从
这个角度来看，正利率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能够支持中

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最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持续不变，能够开辟更多

合作空间。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只要中国不切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产业便会随着资本

纷至沓来，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补链”“扩链”甚至“强
链”。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但对中美经济关系进
行干扰的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因素，正如全球供应链一天

不能形成，“断链”更不可能一天便能实现，世界各国都不
愿意失去彼此的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来往并不会断绝。
更何况，疫情之后 ＲCEP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仍
然能够正式签署，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正在加快，区域经贸

繁荣将得到更大促进，中国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内
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行下去，以此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的国际大循环。

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对策建议

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G20 第 15 次峰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 G20 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
领作用。中国致力于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决心将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合作抗疫
是抗击疫情的有效途径，合作发展是世界经济的未来，全

球经济治理可能正在经历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治”
的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通过“双循环”提升综合国力，夯实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决定一国是否能够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经
济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中国的 GDP 长期以来主要
由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拉动，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
日趋放缓的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均国民财富与发达国家

相比尚有距离，家庭的消费水平一直都比较低; 二是中国

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农村与城市相比，经济发
展水平并不均衡，国内市场基本上以省域为边界呈现出

分割的状态。因此，未来中国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使
内需市场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内循环”应在提高
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区
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双循环”，共建“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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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能够使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市场联通起来，通过高质
量、可持续的投资与贸易网络将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变
得更加紧密。中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区域拓展更多的国
际市场，一是有助于缓解因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增大而带

来的国际市场收缩的压力; 二是可以带动沿线国家的创

新型经济，形成区域产业链，克服全球产业链在面临经济

冲击时的脆弱性，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将会变得更加

安全。中国可以增加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一
是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带动其贸易额的增长;

二是能够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失衡局面进行调节，

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三是作为进口方能够

提高产品的定价权和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决定权，可

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化解美元霸权带来的风险。
第二，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

治理多边规则体系重塑。疫情限制了国际间的交往，各
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应对危机，许多成员国成为无

所依靠的抗疫“孤岛”; 美国则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但妨碍了国际合作，也加剧了多

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但是疫情也将人类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国际秩序回归

正常仅靠单个国家的努力很难做到，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是复苏世界经济的唯一途径。国际合作需要借助新的力
量才能够推动，但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捍卫

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新秩序的建立可以起源于区域和局

部。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 ＲCEP 于疫情后正式
签署，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ＲCEP 充分考虑到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既照顾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又

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需求，在规则

标准上实现了统一。中国应把握住机遇，通过提升区域
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础: 一是改善中国与日

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推动开展包括经济领域内的
更广范围的合作; 二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既有的地区
性合作机制对接、整合以及提升，使之与与全球发展议程
相关联; 三是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对接国际更高标准，
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推动 WTO 改革; 四是以亚投行
等致力于促进南南合作的新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建设为

契机，促进 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
第三，营造和平与发展的经济环境，塑造符合未来发

展方向的制度性话语权。世界各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
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

探索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中

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必然是以和平的方式、以开放、合
作、共赢的精神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世界和平并不会

自然呈现，需要各国人民的共同维护，中国是全球最重要

的新兴大国，理应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
国际重任; 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前无法与

发达经济体提出的更高规则标准相接轨。这样的双重角
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即: 中国可

以成为推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更好沟通的桥

梁，可以塑造符合未来发展方向、促进合作共赢的制度性
话语权。
在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公

共产品的国家才能够拥有话语权，中国需要促进世界各

国的合作共赢。一是要维护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每个经济体都具有独特性，发展中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

发展模式并进行话语表达，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会议中主动设置议题，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

权。二是要兼顾与美国及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关系定位。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虽然有较多的分歧，但在追

求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并无不同，中国应当以协调者
与斡旋者的姿态出面帮助协调缓和利益冲突。三要重视
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现行的国际规
则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也有因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新业
态的出现而需要填补的空白，中国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

积极参与规则的修改、完善与补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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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allenges and China’s

Yang Chunlei ＆ Zhang Erzhen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intensified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as well as
impacted all level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reason of the failure of global economic gov-
ernance is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established after World War II has not been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ed econo-
m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in the ex-
isting ruling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 of cooperative game and competitive game，now is ex-
periencing the stage of coexistence． China should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pro-
mote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direction of“new cooperative games．”China
needs to work in the following areas: first，to enhance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through the“dual
cycle”，by this way China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
ance; second，promote the reshaping of the multilateral rule syste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rd，create an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and shape an institutional right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Key words: conflict of COVID-19;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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